日据时期台湾书院之经学教化初探
董家兴(
摘   要
    本文主要可分成日据时期台湾书院教育发展的情形和其内容与经学传承的关系这两部份来探讨日据时期台湾书院之经学教化这个议题。前一部分大抵可以了解这时期日本政府用何种教育政策来管理及控制书院的发展，透过此，也可以明晰的知道书院的历史发展及分期，后一部分则探讨书院循序渐进式的、由小学的启蒙至大学攻举子业的教育内容与教材，也可以明白书院教育受到中原程朱理学的影响及自身主体性的转变。还有，亦说明由于学规的不同，故书院教化重点的项目也就不同，但大抵还是化用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的内容为主。最后，归纳日据时期台湾书院经学教化的影响与在当时代、现今社会的启发意义与反思。
甲午战后，由于台湾割让给日本，在五十年的殖民统治下，日本人在文化上进行改造，这是为了要让台湾人民皇民化，而灌输效忠天皇的思想，期间，不仅要学习日语，且还要强制关闭书院，这即代表了书院经典教化对于日本官方的压力，故研究此题目不尽可以了解经学透过书院传播所发挥的影响力，亦可以知道在民族意识的传承上，经学教化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故依此篇之论述，是一篇特别有意义有价值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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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台湾在日据时期的殖民统治下，书院曾千所林立，这对于被殖民之下的台湾人，接受中华文化教育的传承，是具有特别时代意义的。再者，书院的教育中，大多教师教授学子儒家相关的经典，这也包括了四书五经。于此两点，将考察日据时期台湾书院中有关经学方面的教化过程为何，盼能使读者了解经学在日据时期透过书院于台湾传承的价值与意义。所采用的方法首先搜集各项资料，包括台湾的相关书籍、学位论文、期刊论文等。再仔细选取资料来源较为可信的，以归纳、证据分析的步骤进而为读者作一解说。而研究范围仅止于日据时期台湾书院教育的发展及其内容探究，还包括其时代意义、特征、影响等。所以针对书院教育在中国的历史发展和明清台湾书院教育之发展则不予讨论。
关于本文的学术价值及研究目的：第一，当今学者针对台湾文学及儒学的研究，多偏重在现代文学、古典诗学等方面，而对于台湾早期儒学及儒学教育在日治殖民时期之下的传承与传播的讨论较少，虽然日治时期中华文化的传承可透过诗文社、杂志、书院教育，但大抵上，书院教育的传承无论在接受人数的数量上，或是书院本身的数量上，对于民间的影响力都大的多；第二，台湾的书院教育始自明代，其书院的教育内容、书院组织、规制等与中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故要了解这样的传承，其内容内涵、思想偏向到底为何，又为何会有这样的思想内涵出现，即时代意义的重要性要被探讨；第三，从日据时期的书院教育中，除了欲看出其经典教化的意义为何，是否也可以寻找出研究日据时期台湾儒学的相关议题；第四，日据时期书院教育的教化对于台湾人民是否有民族意识或人格道德、人文或人际情感关怀的启发；第五，日据时期书院教育在台湾发展的情形为何？又其经典教化的教材及内容又是什么，而书院的学规是否也会影响著书院所代表的精神及准则；第六，日据时期台湾书院经典教化是否保有古代传统优良的精神，而这精神是否可以对当今教育、学术、社会等层面作反思或参考等，故明白探究日据时期台湾书院的经学教化的确是有其必要意义的。
关于文献探讨的部分，相关台湾书院或与台湾书院发展有密切关系的有王启宗《台湾的书院》
、林文龙《台湾的书院与科举》
、陈笃彬，苏黎明《泉州古代书院》
、叶宪峻《清代台湾教育之建置与发展》
、张淑雅《清末广东四大书院的研究》
、许世颖《清代台湾书院之研究》
、陈紫屏《清代台湾学海书院研究》
、许枫萓《清代明志书院研究》
、吴德汉《清代康熙至乾隆年间之书院学规研究》
、张胜彦＜清代台湾书院制度初探＞
、吴文星＜日据时代台湾书房之研究＞
、苏启明＜台湾古书院小史＞
等，若以主题分类，则第一类为讨论台湾书院制度方面的文献，第二类为介绍台湾书院在清代发展的历史过程，第三类为讲述台湾书院与科举考试的关系，第四类为介绍书院学规对于书院影响的分类等。若以时间断限来论，则仅有王启宗、林文龙、吴文星等人有关于日据时期台湾书院发展的探讨。再者，探讨书院教化相关的书籍中，大抵有陈昭瑛《台湾儒学的当代课题：本土性与现代性》
、林孟辉《清代台湾学校教育与儒学教化研究》
、林智伟《武夷书院文化之研究──以朱熹教育思想为中心的考察》
、孟淑慧《朱熹及其门人的教化理念与实践》
、罗肇锦＜清代台湾书院童蒙教本与教学理念＞
等篇。因此，透过上述两大部分的文献来看，发现若将时间限定在日据时期且又探讨书院经典教化的论文，可以说是几乎没有，故从议题未开发之学术角度来看，也有必要研究和探讨。
二、日据时期台湾书院教育发展的情形
公元1895年，清朝由于甲午战败，故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日本旋以武力实行接收，建立以军事、警察、保甲为主的殖民统治，于是清代在台湾的制度毁于一旦。就教育设施而言，府县儒学、书院、义塾等官学全遭废绝，日人于总督府之下别创新式教育制度，便于推行其殖民教育，惟颇值得注意的地方，即民间的书院、私塾几乎在整个日据时代依然存在，尤其是书院教育中的儒学教育及艺技教育的传承，一度呈现蓬勃发展的现象，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实具有特别的时代意义。
针对这个情形，首先要了解日本殖民教育政策的发展，这可分成两个部份来讨论：
第一，日据初期，台湾总督府学务部成立，首任部长伊泽修二曾向桦山总督呈上台湾教育意见书，建议台湾的教育方针大体可分二途，一为目前急须办理的教育事业，二为永远的教育事业。前者包括使台、日人互相学习语言；保护文庙，沿用科举，选台及低级官吏；注重宗教与教育的关系；观及民俗风情，讲求适合的教育法。后者大抵是师范院校的逐渐成立；编辑教科书；增设实业教育科等。这个方针，大抵由1895年到1919年的「台湾教育令」公布为止，不脱离这个范围。
    第二，1919年的4月，台湾总督府制定「台湾教育令」，成为台湾教育施行的法律依据。其中的主要原则，在于培养顺民，达成日本人欲台湾人民皇民化的想法，这也就是说，其实就是要启发台湾岛民的智能，涵养德行，使之具备帝国臣民应有之资质与品性。而这个教育令，虽在1922年和1941年有做过修正，但大概也是制度及措施有经过些许修正而已，其大方向是不变的。
    故依上述两点，即可以针对书院的发展大致作个分期：
第一，书院兴盛期：时间是公元1895-1918年。在1896年10月，日人木下邦昌的《学事视察报告书》中略谓：
本岛书院由来已久，在教育上贡献甚大，今若遽然予以废除，教师糊口无着，必然成为本岛施政上的妨害，而另一方面又必须设立取代书院的教育机构，然而，毕竟经费有所不足，因此他日在本岛颁布新学制时，仍需保存书院，唯希望对之有改良之方策。

矶贝静藏还进一步的提议，应利用书院教育以灌输日本的国家意识，培养日本的国民精神，进而皇民化：
若将日本国体政体之大略，及忠诚爱国之言行等编纂成汉文，颁行于本岛，规定开设书院以教育子弟者必须并用该颁布书籍，教授学生，则对国民教育将有所裨益。

    针对于此，1898年，总督府当局拟以地方设立公学校取代日语传习所时，妥协政策案提出，认为书院乃是塑造台湾人民的思想规范及孔孟道德的主要场所，不如因势利用，以书院教师充当公学教师，课程安排亦迁就现实，以一半时间教授新教育，另一半则仍授书院教师之句读。但可惜这一政策未被采纳，所以造成后来公学校与书院的对立。而同年11月10日，另颁「关于书院义塾规程」，正式将书院纳入管理。大抵上，日人这个方针对书院教育虽有控制，比如凡事都要上呈，但是亦采取奖学金鼓励补助的态度。
    但到了1903年，书院人数数量大增，大抵比公学校人数多四千余人，如此现象，日本政府开始慢慢的以法令遏止书院的发展。这从吴文星的归纳中，可分三个理由：
其一，家长对公学校教育缺乏信心。
其二，士人凭功名以图进之路断绝，纷纷开设书院谋生。
其三，书院是学习汉文的最佳场所。

总之，总督府的书院政策是采取温和的渐禁主义，将书院置于法令的约束下，希望逐渐改变书院的师资、学科、教材及设备等内容，使之渐符合总督府当局的教育目的，而暂时权充代用公学校，协助推行同化教育。然而，效果不大，大抵只是在形式上限制书院的开设，使少数教师习得日语、算数、训练一些公学校毕业生加入书院教师的行列，藉以改变书院的课程。而多数书院依旧固守传统情况，以汉文、习字为主，教材仍是三字经、幼学群芳、四书、五经等，甚至根本不向地方厅立案，这样，日人不能有效管理，当然是无庸置疑的。
第二，书院锐减期：时间是公元1919-1932年。这时期由于1919年「台湾教育令」公布，增设公学校，并开始取缔书院教育，到了1932年则完全禁止新设书院。所以书院锐减，书院数及学生数渐成无足轻重之势，大多已完全转变成名符其实的代用公学校了。反而，公学校就学情形有激增之趋势：
近年改良书院内容，除特别情形外，均以日语及算术为主，事实上，已是公学校教育的补助机关了。

但这时期，由于第一次大战结束，受民族运动风气影响，台湾人民大都对总督府的教育政策有所不满，所以1919年颁布的「台湾教育令」，在1922年就因此而修正，增加了允许日人、台人共学的制度。从此点也可以看出，大多数人开始接受日式新教育，并思考应该如何才能比较公平的接受教育。
第三，书院废除期：时间是公元1933-1943年。此时期日本当局加强取缔书院，企图扑灭汉文教育。另一方面则于1943年确定实施义务教育方针，加强公学校的教育。由于政策的变动，从而使得书院数和其学生数大量锐减。日方取缔书院的理由是：有书院则公学校就学率减少；书院专教汉学，破坏日台人融合，阻止亲善。总之，就是畏怕汉文教育有碍日语的普及，亦即有碍同化教育的达成。
针对这时期的情形，大抵是总督府当局的强力取缔，还有书院本身的经济条件越来越薄弱
、师资素质不如公学校
、组织的松懈和落后
等，所以书院教育式微。
归结以上三点来说，由于书院长期固守传统，在师资、经费、设备及经营上，均有所不足，最后终不免为殖民政府所利用。不过，其于传承中华固有文化，维护汉文教育、延续经典教授、保持台湾人民的民族认同上，意义与价值是重大而不容否认的。
三、日据时期台湾书院教育之内容与经学教化的传承
    这可分成三个部分来探讨，即从书院教育的内容开始，了解其教育的内容与孩童到学生的分期，依年龄划分，明白那个阶段应该接受什么教育。并依教育的内容，探究教材的特征及特色，即可以明了台湾书院传承中华文化及学子受经学教化的影响。
（一）书院教育的教学内容：
    由于日据时代的书院教育是沿袭清代而来，又私塾的老师有名的多是举人、秀才等的文人，故日据时期的书院教学内容大抵是不变的。而依清代的书院教育，可以分为启蒙以及专攻举子业两种，从事这些工作的塾师，前者可以称为「蒙师」，后者称为「经师」。
    启蒙阶段，以使童蒙读书识字为目的。举子业阶段以应试求取功名为目的。入学年龄都在六至八岁，就学无一定年限，大约可区分为小学、中学、大学三个层次，全部共要十年的时间，得按部就班来完成学业。
    小学以读《三字经》、《四书》为主，中学以读《五经》、作诗对为主，大学以讲究制义、试帖为主，三个阶段所读的课本，日人伊能嘉矩调查如下：
      七岁：三字经、大学白文、中庸白文、论语白文（上论）、玉堂对类。
      八岁：论语白文（下论）、孟子白文（上孟）、玉堂对类、千家诗。
      九岁：孟子白文（下孟）大学朱熹章句、中庸朱熹章句、论语朱熹集注、声律启蒙、唐诗合解。
      十岁：论语朱熹集注、孟子朱熹集注、诗经白文、幼学群芳、唐诗合解、起讲八式、童子问路。
      十一岁：孟子朱熹集注、诗经白文、幼学群芳、书经白文、唐诗合解、童子问路、初学引机、寄岳云斋
      十二岁：书经白文、易经白文、孝经白文、童子问路、初学引机、寄岳云斋、十岁能文。
      十三岁：易经白文、春秋左式传、初学引机、寄岳云斋、能与集、小题别体。
      十四岁：春秋左式传、礼记精华、能与集、小题别体、七家诗、训蒙觉路。
      十五岁：礼记精华、小题别体、七家诗、青云集、塔题易读。
      十六岁：青云集、塔题易读、启悟集、小塔清真。

    依照以上的种类，大概可以分成两大类，即经学教育与艺文教育，而其特色，都是循序渐进，由简入难，层层加深。三个阶段，视学子各人需要或资质而定，并无严格限制。资质较差的可能只完成中、小学就投入各行各业，甚至往武科发展，完成大学的，应试是唯一出路，准备考试期间，为了生活，往往又设塾从事教育，教学相长。
    总的来说，课程可分为读书、开讲、写字、课功四大项。读书是依学年渐进，由浅而深。开讲是就课本解说字义、文意。写字则分为认字、摸字、看字三阶段。课功是对学生课以诗文，教法包括对偶、文章与诗赋三种。大抵以上是个通例，其实每个书院都有属于自己的教材，且塾师的教法也不同。
（二）书院教育的特色：
    其教材最大的特色，也是总体的特征，就是受到程朱理学的极大影响，端看上述列举的教材就可以得知，台湾与闽学的一脉相承性是极为密切的，也就是讲解朱熹等理学家所提倡的儒家经典，这当然是对孩童的学习来说，但是也别忽略一点，塾师间也彼此会有学术上意见的交流与讨论，甚者，他们还会研究理学大师的著作、讲义、语录、著述等，这就自然的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塾师讲学等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这一部分，造就很多著名的篇章，只是由于学术界仅少数人在这方面下工夫，故其学术的价值尚未完全展现，可研究者，比如日据时期的台湾儒者，大家有吴德功
、洪弃生
、连横、张纯甫
、周定山
、胡南溟
等人。而就举胡南溟＜圣符内篇＞一文的内容，至少就有几处可以看出所受传承之影响：
      今夫江、汉、河、洛，理学之渊源也。华、泰、衡、嵩，理学之正大也。关石和钧，理学之用中也。红日白云，理学之昌明也。中天皓月，理学之道心也。龙麟龟鹤，理学之精神也。梅竹松柏，理学之品节也。物籁天籁，理学之性灵也。飞湍涌泉，理学之天趣也。花雨弥天，理学之酝酿也。列星明汉，理学之高远也水天雪海，理学之融通也。拣沙炼金，理学之精徽也。鸑鷟凤凰，理学之文章也。长鲲大鹏，理学之变化也。雷电风涛，理学之浩气也。或为浑金璞玉，或为霁月光风，或为秋霜烈日，或为阔海高天，其一片鸢鱼化机之神，触然洞然，何必读书谈道而始见哉。

夫六经、六纬，皆通天地人之学，而一贯之者，理学之宗也。

  自周官行，合天学、地学、星学、五行学、六诗学、六行学、六艺学、六德学、五礼学、六乐学、射御学、书数学、六职学、百工学、万物学、伦理学、阴阳学、货殖学、兵法学、刑名学、财赋学、医学、农学、相学、卜筮学、职贡学、万国图书学。学有庠，庠有官，官有师，师有教，教有术，此理学之用也。

夫以孔、曾、思、孟之学之传，有曰《诗》教、曰《书》教、曰《易》教、曰《礼》教、曰《春秋》教，皆理学之滥觞也。

濂溪独传千载不传之秘，考亭上接圣贤所传之道，皆所以发明太极之妙用，造化之极功也，此理学之胚胎也。

故由以上举证可知，这时期台湾部分的儒学家受到南宋程朱理学的影响很深，也是闽学一直不断发展的见证，且还可以知道，就胡南溟而言，他亦有属于自己的见解，并不完全同于朱熹。这也是一个儒者应有的主体性自觉。
第二，塾师传授给学生的传承意义：塾师们多受程朱理学影响，故所用的教材也以朱学为主所诠释的四书五经为范本，故学子们多以习朱子《四书集注》中的思想为其认知。不过，日据时期台湾书院教育与中原书院教育由于其统治对象与政治环境不同，故也有属于自己的特别之处，即是学习艺文之学，这点本来带有科举学习时文的色彩，但是在日据时代的统治下，比较没有中原的书院来的严重，也就是说，学习时文、试帖等变的不是那么名利化、功利化，反而像学习诗文如何写，可以应用或欣赏而已。
总之，书院教育教材的特色及特征，一来是就传承中华文化的时代意义说的，在日本统治之下，除了被迫学习日语等学科，还不忘中国文化的根本，这是有骨气，重气节的表现。二来是就学术上的脉脉相承来说的，是传承四书五经，且是以朱熹为主的教材，受朱熹之影响等，在高令印、陈其芳合着的《福建朱子学》中，也针对台湾与福建的朱子学，举出几个共同的特色：第一，两者长年累月精研儒家经典各种文献知识。第二，两者是哲学、政治、道德三位一体的学说。第三，推崇《四书》和重义理、轻训诂的学风。第四，遵循朱熹华夷之辨的观点，具有浓厚的民族气节
。由上述可以明白台湾的儒学在学术传承上，受程朱之学的影响最深；在地区性方面，由于台湾靠近福建省，所以受福建省的影响最大。正因如此，也可以看出日据时期台湾的文化传承多与中国有其密切关系，且又以福建朱子学的支裔为宗，但两地由于统治者的实施政策不同，加上文人有自己思考的主体性，故还是与中原有不一样的地方。
（三）书院教育的教化影响：
    这部分可以从书院的学规学约谈起，第一，要了解每个书院各有属于自己的特色，无论在书院的组织形式、管理制度、经费收支、祠祀活动、建筑规划、课程设置、教学模式、考课方式等，大抵是相同的遵守一个整体的方向，但是个别上还是会有差异的。
第二，书院的经典教化，可以从学规中看的最清楚。学规，是书院基本教育的总方针，也可以说是教育的宗旨，它规定书院的培养目标、进德和为学的要求和标准，以及学生在书院生活的一些基本守则。书院的学规最初其实是比较概括性的、抽象性的，但随着时间发展，遂慢慢发挥、补充。到后来，比较优良的书院所订的学规往往是详细而具体的，且也是最注重学生道德质量方面的陶冶与实践的问题，而这两个方向，也正是经学的意义所在。
    现在大部分学者认为号称第一且系统完整的中原文化的书院学规是朱熹制订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又称＜白鹿洞学规＞、＜白鹿洞教规＞、＜白鹿洞书院教条＞，其内容如下：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别如左：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别如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右修身之要。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右接物之要
。
其学规注重「五教」、「学之五序」、「修身」、「处事」、「接物」之要，在在显示出一个总体意义－也就是学习经典等内容可以得到教化。而这些教化可以分成人际伦理，包括个人修养与待人接物两方面，再进一步的可以用于日常生活的实践，也就是处事原则。还有，也提到了如何做学问及研究学术的态度。在樊克政的《中国书院史》中，还提及了：
宋理宗手书《白鹿洞书院揭示》赐予太学，这意味着《白鹿洞书院揭示》已成了御颁的教育方针。从此，这一学规被愈来愈广泛地推行于南宋的以后一段时期与元、明、清各朝的书院，并对官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故大抵上，这学规总目及其要义，为后世各书院所效法，惟稍有不同的，是各书院会随着时代不同而将其注重的要点不同，但仍是化用＜白鹿洞书院揭示＞的要点。在陈昭瑛书《台湾儒学的当代课题：本土性与现代性》中引清․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中的一段文字，并将这段文字标点，说明乾隆时期台湾道刘良璧所订的＜海东书院学规＞六大点，又简录部分内容：
一、明大义：圣贤立教，不外纲常；而君臣之义，为达道之首，所以扶持宇宙尤为重。
二、端学则：程、董二先生云：「凡学于此者，必严朔望之仪，谨晨昏之令，居处必恭，步立必正……」此白鹿书院教条与鳌峰书院学规并刊，工夫最为切近。
三、务实学：古之大儒，明体达用，成己成物……。
四、崇经史：《六经》为学问根源，士不通经，则不明理；而史以记事，历代兴衰、治乱之术……罔不备载。……舍经史而不务，虽诵时文千百篇，不足济事。
五、正文体：……我朝文运昌明，名公巨篇，汗牛充栋；或兼收博采，或独宗一家，虽各随风气为转移，理必程、朱，法则先正，不能易也。
六、慎交游：读书之士，敬业乐群，原以讲究《诗》、《书》，切磋有益……。

上述要点强调学经史要切合时用，重视实务，且读经典也要知道大义；交际上，尤以朋友的交往要谨慎等。又如其它书院的不同学规，比如有端士习、重师友、敦实行、看书理、读书以力行为先、读书以立品为重、经义不可不明也、史学不可不通也、文选不可不读也、性理不可不讲也等等，其范围虽不出程朱理学的规范，但大抵还是一定带有经典教化与时空不同之下有不同的教化原则的重要意义。
第三，由这样的教育宗旨来看，必然会造成良好的读书风气与伦理制度，故对于经典教化的影响及时代意义，就可以归纳出四个方面来看：
1.注重人格与道德：
书院的经典教育的教化，往往秉承儒家的教育理想，从个人方面说，是以成就道德人格为最终目的；从社会方面说，则是进身朝政以实行推己及人的外王之道。虽然在日人殖民统治之下，科举已经成为过去，兼善天下的壮志已经不可能，但是士子学子们却能独善其身，保持民族气节，或尚民族主义，一面与日本政府作对，采消极反抗；另一面以文化、议会运动，逐渐改善日人对我们的各种压榨，这些行为，大抵都是经典教化中，道德仁爱使命的一种发生、一种作用。
2.师生的感情融洽：
中国古代教育素有「尊师爱生」的优良传统，但这个传统大抵非在官学而在书院，因为官学的师生许多时候会以利害，仅求取功名利益为主，故关系容易流于冷漠疏远，这种现象，就像杨晋龙所说：
人类由于重视契约、利益，所以形成了对处理事情的态度，也就是对人道与感情产生了变化。

也由于这样，官学或公学校的师生不及书院的师生有着纯粹而真诚的师生关系。这也和书院教育比较重视指导学生自我学习、提倡发问质疑、科举之业不理、学习环境自由等有关。不过，要强调的，这也不一定完全是这样，也有些书院的授课老师，由于本身素质不好，故多要学生死命背诵，使学生完全失去学习的动力等，这些例子就不可一概而论。但总的来说，书院师生之间的感情比较融洽，教师比较没有极高度的权威作风，故优秀塾师长期阅读经典所散发的儒者风范与道德人格，是无形中感化了学生，且其注重民族大义，不忘故国文化的精神，更是熏陶了受业的学子，而这自然也会潜移默化至学生身上，成为一种良好的教化。
    3.传承中华的文化：
这一点最具时代特色，中华文化的传承，透过书院教育发挥极具成效性的显著效果。由于甲午割台，台湾民主国战败，唐景崧、刘永福退居大陆，而日本统治初期，采取高压的暴政治理反抗的人民，造成前期北部、云林、嘉义、高屏等都有抗日反击，后期北埔、土库、苗栗、六甲罗臭头、西来庵嚼吧、原住民反抗等也有残暴的事件发生。此帝国主义的殖民，在资本主义盛行之下，对台湾的各种剥削极重，且教育也极度不平等，故虽有公学校的创立，但是要学习日语等措施，却得不到人民的认同。此时书院教育的经典教化、诗词欣赏则让中华文化能薪火相传，也促进了台湾人民对中华民族的深度认同，故在这特别的时代下，颇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4.经学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日据时期台湾书院经典的理论学习以四书五经为主，其上课的方法不像现代教育这么灵活，这么重视孩子的权益，反而采取现今教育角度之下所认为千篇一律的、僵化的圈点、朗读及背诵，而这虽被当时受新式教育的学者所反对，但是不可否认的，学子小时候也许不懂其意义，但由于这样的反复学习，加上儿童及少年的记忆力好，长大后不仅对经典的涵义有所感受，且大部分都能记得，并且还能琅琅上口。故经典理论的习得为日后作文、教学、研究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扎实的学问；也在待人处世上，实践经典丰富的内涵。诚如杨晋龙所说：
经学学习的层面包括两层意义，一个是学术的，一个是实践的。而学术是实践的基础，如果学术做的不精确，则实践就不会有效。

这在各书院的学规中，多有此项意义的原则。就是希望学生能透过学习，了解学习经学是得与日常生活作一个结合，而不是纯粹空谈义理而已。杨氏又说：
我们现在空有知识，但却不拿来实践运用，就是漠不关心。当初王阳明责骂假道学是知而不行，就是因为他们知道很多，却做的很少。

在日据统治之下的时期，大抵有为的塾师及学者，都能实践、恪守自己的行为，有独善其身的清末遗老典型，如洪弃生；也有积极进取的促进平等典型，如林献堂。但无论哪一种，都是在实践书院教育经典教化中的精神。
四、结论
    本文探讨日据时期台湾书院的经学教化，以先搜集资料、后归纳整理、再分析论证的方法逐步讨论书院中经学传承的重要性。虽然仅止于日据时期之下的书院探讨，但是也包括了其时代意义的特征及其无形的社会影响力，也就是经学教化在日据时期台湾传承上所代表的价值意义。一方面用意于开发当今学者研究台湾早期儒学的不足，另一方面则讨论日据时期台湾的文化学术发展与中原文化的一脉相承的关系与其不同之处。
    第二节是论述日据时期台湾书院教育发展的情形，笔者依据资料的补充及自己观察的浅见，将发展分成三个时期。依序为书院兴盛期：时间是公元1895-1918年。书院锐减期：时间是公元1919-1932年。书院废除期：时间是公元1933-1943年。大抵上的发展变化是日人一开始采取鼓励政策，但是要各书院遵从教授日语等的规则，由于成效不彰，在后来颁布「台湾教育令」时，加强强制取缔，且书院由于经济等因素，素质越来越低落，故大都被公学校所取代，最后义务教育实施，书院完全废止。
第三节是探究日据时期台湾书院教育的内容与经学教化的传承。其下又分成三小部分：首先在书院教育的教学内容中，叙述小学以读《三字经》、《四书》为主，中学以读《五经》、作诗对为主，大学以讲究制义、试帖为主。而课程可分为读书、开讲、写字、课功四大项。其二，书院教育的特色中，从文人作品或书院教材上，可以发现台湾部分的儒学发展与福建省的朱子学支脉是有其传承的。这分成塾师讲学等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及塾师传授给学生的传承意义两点来讨论，前者以胡南溟＜圣符内篇＞作为证明，以代表台湾文人受到程朱理学的影响虽然很深，但却也有自己转化、创新的思考；后者指出学生学习的教材，也多是采用朱学系统的四书五经，但时文、试帖等的学习却不是为了功名。其三，书院教育的教化影响中，先讨论书院学规是规定书院的培养目标、进德、为学的要求与标准。并举出＜白鹿洞书院揭示＞为各个书院仿效的蓝本，又对于经典教化的影响及时代意义，进行注重人格与道德、师生的感情融洽、传承汉文化教育、经学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四方面的探讨。 

针对以上的研究，衷心期盼学者诸贤们能作更多的讨论，而本文的研究成果也达到了以下的目标与目的：一为发展了台湾地方文化的研究意识，激励与敬邀学者先进共同研究日据时期台湾儒学与经学等的相关议题；二为明了日据时期台湾学术史上书院教育传承的民族意义与文化价值；三为发扬日据时期台湾书院经典教化传统优良的精神；四为阐述了经典教化透过书院教育在传播上所代表的影响；五为了解朱子学在日据时期台湾的发展与影响，及台湾与中国在传统文化上的不可分割性；六为知晓了日据时期台湾书院的发展与分期，及其所教授学子的教材内容等，故在学术或学术史上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研究的局限，大抵是没有对日本原文方面的文献进行搜集与探讨，且亦未将台湾地区的书院以田野调查的方式一一探究，仅以大略的观察做一观照，期望日后能以能力与时间补充这方面的不足。
最后，再提出一个思考：在后现代主义领军的社会快速变迁中，人们越来越不重视传统优良的事物，反多就当前西洋学术之论点而再论，这或许要再斟酌，杨晋龙就曾说：「西方人开始不断的自我进行检讨时，在台湾的中国人以及某些拿洋护照的学者在学术上高亢的取悦西方人，是一种不幸。」
。
这种相关的现象，举书院为例来说，父老们犹能指点某书院在某处，某建筑为当年某书院的旧址，但是中年以下之人，若非具有考古等的兴趣，多问之而不能答，少年当然更不用说。这以中华文化教育传承的角度来说，是令人唏嘘感叹的。而传统经学的经典教化之用，除了要将其优良的涵义或透过后现代社会的转化而实践于日常生活中，也要保有中国经典文化自有的主体性，才能将学术理论上的价值充分扩展至生活中，那么，这才能算是真正的经世致用。
传统书院教育的特色、价值有其恒久性，即使在当今社会，也有其不可磨灭的光彩。相对于现今教育重视传授知识和实际技能，固然是另一种很好的选择，但其代价往往是对人的道德价值重视得不够。其次，现今教育大部分特别重视理性，相对来说，却比较疏忽人的情感，因此，人与人之间往往只求理性的了解，而许多时候却不能在心灵上作互相而有效的关怀，造成人们之间的疏离和隔膜。不仅如此，「说一套做一套」更是当今大多数人们的人格弊病。透过研究，了解日据时期台湾书院的传承之功，有经典教化的重大意义，也足见中华文化在台湾之根深蒂固。这历史残存古迹的见证，实有其必要传承给后世之子孙。且透过此，还可以知道传统书院教育甚至在某些意义下，譬如社会上的人际关系，可以从冷漠的态度逐渐转向热络。兼之西方个人主义，新儒家学者们也在努力的研究如何有效融合西方的各种主义与儒学结合。再者，师生间的伦理可否由权威式的态度转向和谐融洽的关系等，或许都可以补充或作为现今教育、后现代社会需要斟酌或不足而参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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